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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社会发展】

“不出事”治理：地方政府软化
钉子户的行动逻辑

———基于江苏省 Ａ 市 ３ 个社区的实践考察

武小龙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江苏 南京 ２１１１０６）

摘 　 要：从“策略主义”视角对地方政府应对钉子户抗争的行为逻辑进行解读，通过对江苏省 Ａ 市 Ｊ、

Ｘ、Ｓ 社区的实践考察，研究发现：在新时代社会转型发展期，地方政府更多是应用一种“软策略”回应

钉子户的抗争行为，包括妥协让步、间接动员、参与调解。 这种“软策略”其实是一种“非正式策略” ，

体现的是压力型体制之下地方政府“避免出事”的治理逻辑，由此形成了一套基于“不出事” 的治理

术。 作为一种权宜性的治理手段，不出事治理依旧是非战略的、不讲原则的，反映出中国社会基础性

制度建设的不稳定性，并且这种治理技术的随意性可能会导致维权抗争的异化以及公正性的缺失。

因此，推动“不出事治理术”向“法治治理术”的质性转变，才是中国社会整体进步之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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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目前，中国已进入新时代社会转型发展期，“乡村振兴”和“区域协调”成为新时代中国社会

的转型向度。 在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之中，中国社会取得了惊人的历史性

进步。 然而，在近几年深化改革发展的同时，也萌发出越来越多的社会不安事件，其中，在城镇

化进程中因征地拆迁引发的“钉子户抗争”即是近几年最严重的冲突事件之一。
通常而言，钉子户是指那些不肯迁走的土地或房产拥有者，是一种不配合、不服从的社会抗

争行为 ［１］ 。 为维持地方稳定、促进乡村城镇化有序推进，地方政府通常采用多种“灵活性”的策

略以化解钉子户的抗争。 比如，地方相关部门有时会使用“强制力量”平息钉子户的抗争，但这

种做法往往会造成冲突的进一步升级，甚至会引发严重的人员伤亡，从而对地方政府的执政公

信力形成较大的负面冲击。 不过，在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９ 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坚

决防止土地征收、房屋拆迁强制执行引发恶性事件的紧急通知》后，近几年来，地方政府使用

“强制力量”遣散钉子户抗争的现象已越来越少见；反之，以“避免出事”为核心的一种更加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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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软治理策略” ，越来越成为中国地方政府应对钉子户抗争的一个重要手段，因为“在中国

社会治理过程中，以‘避免事故和容忍冲突’为主的处理策略，往往比积极追求可能破坏政府与

公民和谐关系的冲突应对策略更有益” ［２］ 。
基于此，本文主要采用“过程—事件”的分析方法，通过对江苏省 Ａ 市 Ｊ、Ｘ、Ｓ 社区征地拆迁

过程中三种类型钉子户抗争事件的实践考察，以“策略主义”为分析视角，侧重于探讨地方政府

回应钉子户抗争的行动逻辑究竟为何？ 对地方政府应对抗争行为的内在机制展开深入的理论

解释，包括三个问题：一是分析地方政府“软化”钉子户抗争的策略和手段是怎样的？ 二是主要

关注抗争事件的背后，地方政府采用“软策略”这种行动逻辑的内在机制是什么？ 三是这种“软

策略”本质上反映的是何种治理技术？ 这些构成本文重要的研究动机。

二、文献回顾与分析进路

关于民众抗争政治的研究，国内外学界在抗争形成的机理、社会抗争类型、抗争的性质与动

因、抗争的治理逻辑等方面均形成了丰富的学术成果。 西方学界主要集中于从国家政权特性、
国家政策制度、公民权利三个视角考察社会抗争的影响 ［３］ 。 纵观国内学界，拓展以国家为中心

的理论分析范式，成为学者们探究社会抗争问题的共识之一，其中，国家政体差异、国家代理人

角色、国家能力（财政 ／强制 ／组织） 、政府应对策略均是理解中国社会抗争事件的关键变量 ［４］ 。
在政府应对策略上，既有成果揭示了地方政府应用多种不同的策略以回应民众抗争冲突。

一方面，以“强制力量”为主平息社会抗争，比如，蔡永顺研究认为，面对民众的集体抗议，当“妥

协让步”难以化解紧张局势时，“镇压”是维持秩序重要且有效的选择之一 ［５］ 。 欧博文和邓燕

华 ［６］ 指出“关系型镇压”对平息民众抗争亦十分有效，这是一种基于关系的“强制性动员”治理

策略。 另外，还有学者将中国政府吸纳民众抗争的一系列机制解读为一种“议价的威权主义” ，
当前中国社会的稳定即是以威权体制为基础的“刚性稳定” ［７］ 。 另一方面，亦有学者指出要实

现中国社会的长效稳定，必须摒弃“刚性控制”的惯性思维，建立平等协商的氛围 ［８］ 。 因此，相
比过去以“强策略”平息冲突的手段外，在近些年，调解、情感动员等“软治理手段”逐步成为地

方政府解决社会冲突的具体方式 ［９］ 。 甚至有学者指出，地方政府现今更倾向于运用消极被动的

“摆平策略”选择性应对社会抗争事件，具体包括：拖延、收买、欺瞒、要挟、限制自由等手段 ［１０］ 。
具体到“钉子户抗争”的政府应对策略上，“软手段”亦是政府回应的主要方式，比如，欧博文和

邓燕华 ［１１］ 研究发现可以利用钉子户的社会关系（在公共部门工作的亲属和朋友）劝服他们同意

拆迁，这是一种“株连拆迁或亲情拆迁”的方式。 邓燕华 ［１２］ 还指出，自治改造委员会是城市拆迁

的一种新模式，该组织主要通过情感工作、边缘化策略、集体骚扰的策略，以化解钉子户的抗争

行为。 李晨等 ［１３］ 人研究认为，面对不同类型钉子户的抗争时，地方政府采用的是“灵活性策

略” ，目的是为了满足不同钉子户的实际需求从而平息冲突。 另外，还有研究指出，中国政府普

遍使用带有“偏向性的宣传策略”将钉子户描述为一种“机会主义者” ，以制造公共舆论应对拆

迁抗争 ［１４］ 。
综合已有研究，可以发现：一方面，现有关于钉子户抗争的研究多数偏向于理论化的博弈模

型或技术手段的评价分析，而对钉子户抗争行为以及政府应对的内在机理的剖析相对缺乏，本
文则定位于政府回应钉子户抗争“是什么”实然逻辑的分析。 另一方面，在政府回应抗争的具

体策略上，以“威权政府”为视角，对政府平息冲突“硬策略”的分析相对成熟，而关于“软手段”
的研究虽然近些年逐步形成理论积累，但尚未形成一种完善的理论体系或治理机制，本文则在

此基础上继续挖掘对“软手段”的机理分析。 概言之，在新时代社会转型发展期，以“平等、参
与、协商”等为核心的“软治理”正逐步成为地方政府应对社会抗争的核心理念，笔者通过对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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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省 Ａ 市 Ｊ、Ｘ、Ｓ 三个社区几种钉子户的实践考察，归纳出地方政府回应钉子户抗争中常见的三

种软策略：妥协让步、间接动员、参与调解。 本质上看，这种“软手段”是一种“非正式策略” ，体
现的是在压力型体制之下地方政府“避免出事”的治理理念，是一种基于“不出事”的治理术。
笔者即重点落脚于对这种“软策略”以及“不出事治理术”内在逻辑的分析，这是本文最重要的

理论贡献。

三、案例描述：三种钉子户类型

本文选择江苏省 Ａ 市 Ｊ、Ｘ、Ｓ 三个社区①为调研区域。 在过去几年，Ａ 市的城镇化发展速度

非常快，为响应中央政府“生态文明”的建设目标，Ａ 市政府试图将本市打造成花园城市，其中，
决定在 Ｊ、Ｘ、Ｓ 区域建立公园、湖泊以及相应的医疗文化配套设施。 在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Ａ 市政府规

划局决定对三个社区先后进行统一拆迁，Ｘ 和 Ｓ 社区集约后的土地主要用于建设绿化公园和湖

泊，Ｊ 社区拆迁后主要用于建设安置房，用于安置三个社区的居民。 在资料的收集上，本文所有

的数据主要是通过对官员的半结构化访谈、相关政府文件以及官方会议纪要获得，在 ２０１７ 年

７—８ 月，课题组一共对 Ａ 市三个社区的相关官员组织了十多次的半结构化访谈，尽可能详细记

录了政府应对钉子户抗争的细节信息。 通过访谈，笔者共获取到多个钉子户的抗争案例，归纳

整理后，重点选择了三种典型的钉子户作为分析对象。
（一）类型一：有权势

第一种类型的钉子户发生在 Ｊ 社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Ａ 市正式启动 Ｊ 社区的拆迁改造项目，计
划在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前完成拆迁。 本案例中的钉子户是两兄弟，他们做石油生意，在当地有钱有

势。 对于抵抗拆迁的原因，根据官方记录，“一方面，他们的房屋面积较大，装修豪华。 两兄弟认

为政府的补贴标准太低，始终以强硬的态度进行抵抗。 另一方面，他们有一定的政治背景，在当

地有强大的社会关系” ， 这可能导致两兄弟敢于和基层政府（街道和区级）抗争。
为了保证拆迁工程的顺利进行，街道的城市建设与环境保护部门（以下简称“城建部门” ） 、

区政府的住房与城乡建设局（以下简称“住建局” ）的相关领导先后出面与两兄弟正式洽谈了七

次，更多是以一种“妥协让步、劝服沟通”的方式，试图动员其签署拆迁协议。 街道城建部门与

两兄弟展开了四次博弈，根据 Ａ 市拆迁安置补偿标准，两兄弟的拆迁补偿款应为 ４８０ 万元，但其

一直坚持索要 ８００ 万元的高额补偿款才同意签约。 在第一次博弈中，街道城建部门提出多增加

１０ 万元的补偿款；第二次提出多增加 ２０％的补偿款；第三次提出在增加 ２０％补偿款的基础上，
再增加一年的过渡费（约 １０ 万元） ；第四次提出增加 ３０％的补偿款，即总价 ６２５ 万元，试图能与

钉子户达成和解。 然而，街道的这种妥协加价却遭遇钉子户的反复抵抗。 并且，在经过多次商

谈后，两兄弟又提出了一个新要求，“如果不能提供 ８００ 万元的补偿款，就多提供 ３ 套 １２０ 平方

米的安置房作为签约条件”②。 显然街道无法回应这一要求。 由于长时间未能达成拆迁协议，
一年多内，民怨四起，发生了多起民众上访举报的事件，特别是在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有近 ５０ 户居民

联名实名向区住建局、市政府 １２３４５ 热线上访。 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区政府住建局安排一位

副局长出面协调，在三次协调过程中，提出“增加 ５０％的补偿款并多提供一套 ８０ 平方米的安置

房作为最终的补偿条件（总价接近 ８００ 万元） ” 。 但钉子户不仅没同意，反而突然提出了 １６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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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例中的三个社区，原先属于 Ａ 市城郊乡村，是兼具城市和乡村土地利用性质的过渡地带。 在 Ａ 市快速城市化的

进程中，Ｊ、Ｘ、Ｓ 三个村庄在 ２０１５ 年下半年被先后纳入城市范围，脱胎为新城市社区。 由于本案例中 Ｊ 社区和 Ｘ 社区的拆迁是

发生在 ２０１５ 年之前，因此这两个案例依旧属于农村集体土地的征用；而 Ｓ 社区的拆迁发生在 ２０１５ 年之后，该案例则属于城

市房屋拆迁。
根据当地的房价水平，３ 套 １２０ 平方米的房屋总价在 ３００ 万元左右，这和钉子户的心理要价基本接近。



万元的天价补偿款①。 谈判再次陷入僵局，在之后的大半年里，民众的怨愤进一步发酵，甚至有

发生群体性抗争的可能。 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该抗争事件引起了 Ａ 市政府的密切关注，在
“保稳定”的原则下，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Ａ 市城乡建设局以超高昂的补偿款（这个价格是秘密协议）
与钉子户达成协议。 在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由区委书记亲自监督，在整整抗争了两年半之后，这个钉

子户最终被拆除。
（二）类型二：耍无赖、人心贪

第二种类型的钉子户发生在 Ｓ 社区。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Ｓ 社区的整体搬迁工程正式启动，计划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前完成。 这是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抗争了一年多，２０１７ 年 ５ 月份才同意签约。
为什么不愿意搬迁？ 根据访谈反馈，这个钉子户发现之前在 Ｊ 社区的拆迁工程中，僵持到最后

的居民大都可以或多或少以较高的价格签约，因此，他认为最后签约可获得高额的补偿款，因此

一直僵持。 这是一种典型的耍无赖、人心贪的钉子户，也是拆迁过程中最常见的钉子户。
为了顺利迁移这个钉子户，街道城建部门重点采取了两种应对方式：一是利用该钉子户的

社会关系，采用这种变相迂回的方式，试图通过亲属劝说其放弃抗争。 由于该户主的堂哥是区

政府秘书的司机（无编制） ，通过相关沟通，区政府领导让其放假两周，劝说户主达成拆迁协议

后再回来上班，但效果并不明显。 由于户主堂哥并非是体制内人员，并没有对户主形成太大的

行政压力。 根据访谈获知，该户主认为，“如果真的可以靠这次拆迁获得一笔高额补偿款，换工

作也值得” 。 二是在 Ｓ 社区的拆迁中，当地政府使用了一个新政策，规定如果一个单元的所有住

户均能在政府规定时间内签署拆迁协议，即可额外奖励每户 １ 万元，否则所有住户均不能获得

此奖励。 这是一种“利益连带”的方式，更是一种“拆迁矛盾转化”的做法。 由于该钉子户的抗

争，导致 Ｓ 社区其中一单元的所有住户都损失了 １ 万元的奖励，居民便自发聚集起来，有时三五

人、有时十多家一起指责这个钉子户，在巨大的群众压力下，钉子户最终被软化并签署拆迁协

议，补偿款不变，但提供一套面积较大的安置房作为签约条件。
（三）类型三：因家庭内部矛盾拖延拆迁

除了以上两种类型的钉子户外，还有一种钉子户并不是因为自身有权有势敢于抗争，也不

是为了索要更高的补偿款，而是因为家庭内部存在矛盾，被迫成为“钉子户” ，与前两种“主动型

钉子户”不同，这是一种典型的“被动型钉子户” 。 这发生在 Ｘ 社区的拆迁过程之中。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Ａ 市启动了 Ｘ 社区的拆迁程序，计划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前完成。 其中，一户居民主要涉及遗产房

继承问题的纠纷，导致家庭内部难以达成拆迁的一致协议。 该户产权人已故，配偶 ８５ 岁，有两

个儿子，但均已故，还有一个女儿，一直照顾母亲，另外还有两个儿媳妇。 按照继承的原则，应该

是产权人的配偶签约，但大媳妇一直不同意母亲签字，认为大儿子在世的时候是建房的主要力

量，理应继承，而二媳妇和小女儿均不同意，由此矛盾激化，一直僵持。
面对这种类型的钉子户，街道城建部门更多的做法只能是调解，一是街道司法所去调解这

种家庭内部纠纷，另一个是区社会矛盾纠纷调处中心，专门协调一些产权纠纷的问题。 Ｘ 社区

和街道司法所出面调解的次数最多，他们更多是通过政策宣传、情感劝导等方式，试图化解纠

纷。 除此之外，还通过找该钉子户相关的中间人做“情感工作” ，如朋友、关系人。 其中，调处中

心主要是通过劝导该户主的哥哥出面协调解决，他是整个家族里比较有权威并且能说得上话的

人，常年对家里亲戚有较大的帮助，在多方调解下，最终达成协议：房屋归老太太所有，小女儿和

小儿媳妇共同负责赡养老人，她俩支付大儿媳妇十万元作为补偿。 Ｘ 社区的一个官员说：“家庭

矛盾带来的钉子户问题，对我们来说还不是最难的，可以通过调解来解决，虽然时间拖得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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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但对我们来说压力不是特别大。”

四、“软手段” ：地方政府回应钉子户抗争的行动策略

“策略主义”是欧阳静在《策略主义：橘镇运作的逻辑》一书中提出的，主要用于解释乡镇政

权的运作逻辑，研究认为，乡镇政府在基层社会治理活动中，主要以各类权宜的、随意的策略和

方法为原则，来实现既定的短期利益目标。 这样的行政方式大多是非正式的、非战略的、不讲原

则的 ［１５］ 。 本案例中，地方政府在应对“钉子户抗争”的事件上，即是运用的一种灵活性、非正式

的“软策略”进行回应，具体表现为妥协让步、间接动员、参与调解。
（一）策略一：妥协让步

为了建立“和谐社会” ，现阶段地方政府更多是采取一系列“机动性的策略”遣散民众抗议，
其中，“让步与妥协”成为近几年基层政府回应社会抗争最主要的策略 ［１６］ 。 通常而言，在城镇化

发展的新时代，基层政府大多是通过物质上的让步，来解决基层社会的拆迁抗争问题。 “花钱买

平安”成为一种最流行的解决土地权利、财产纠纷等社会冲突的有效手段 ［１７］ 。 从本质上看，“花

钱买平安”即是最为常见的“妥协让步”策略之一，在拆迁纠纷问题上，地方官员最常用的让步

方式就是增加补偿款，这是平息钉子户抗争特别有效的策略。 因为，土地征用补偿款的不足往

往是后税费时代民众抵抗行为的最主要症结 ［１８］ 。 政府通过补偿款的适当增加，可使得民众得

到他们心中所想的“蝇头小利” ，从而使双方顺利达成一致同意。
在本案例中，Ａ 市所有的区政府都被要求设立关于拆迁安置的“应急基金” ，用以处理钉子

户的抗争事件。 当然，这种“应急基金”也是有限的，尤其“在后税费时代乡镇一级政府‘财政空

壳化’的情境下，‘悬浮型’乡镇政府并没有太多的权力和资源处理基层发生的社会冲突和民众

抗争问题” ［１９］ 。 因此，为了不影响工程建设的进度，街道城建部门通常的做法是大多按照“扫尾

户”的标准，适当提高 １０％ ～ ３０％的补偿款，以解决钉子户的抗争。 不过，对于一些特殊的“硬钉

子” ，街道一旦意识到应对钉子户的条件过高，有时也可能拒绝，转向更高一级政府出面 “摆

平” 。 在 Ｊ 社区的拆迁抗争事件中，可以发现，地方政府在面对“有权势”的钉子户时，最初负责

拆迁工程的街道城建部门，在多次与钉子户的博弈中，总是试图以一种逐步提高补偿款的“妥协

让步”的方式，寻求与钉子户达成一致协议，从最初的 ４８０ 万元，通过四次让步，提高到 ６２５ 万

元，但由于始终与钉子户的要价 ８００ 万元存在差距，一直久拖未决。 由于街道决策权限和资源

调用能力的有限性，在无法回应这样的抗争诉求以及在巨大信访压力的情境下，区政府住建局

和市政府城乡建设局又先后出面，并再次妥协让步，最终以高昂的秘密协议价格与钉子户达成

协议，完成拆迁。
从 Ｊ 社区的拆迁案例可以看出，地方政府在回应有权势的钉子户抗争时，为了维持基层社

会的稳定有序，总是在有限的范围内尽可能以“妥协让步”的方式寻求与钉子户的一致约定，这
和以往的“硬策略”形成鲜明对比。 因此，为了“避免出事” ，地方政府在应对钉子户抗争上付出

的成本和代价是高昂的。
（二）策略二：间接动员

在过去绝大多数拆迁事件中，地方政府更习惯于采用“强制动员”的策略“拔除钉子” 。 反

之，“间接动员”则是一种特殊的应对钉子户抗争的“软策略” ，在 Ｓ 社区的拆迁案例中主要包括

“亲属游说”和“群众劝服”两种方式。 “亲属游说”是利用抗争者的私人关系，通过行政权力驱

使体制内的公职人员劝服亲属配合拆迁的一种“软手段” ［２０］ ；“群众劝服”则是通过大多数人动

员少数钉子户放弃抗争的一种行为。 两种方式殊途同归，均是通过中间力量的“间接动员”形

成的一种反向利用机制，这可有效分解地方政府与钉子户博弈中面临的阻力，更是一种基于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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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治理术” 。
从社会行动的角度看，行动者社会行为的发生与其自身的社会位置以及关系网络紧密相

关。 在 Ｓ 社区的拆迁中，当街道面对“无赖型”钉子户的抗争时，分别利用了不同的社会关系以

软化钉子户的抗争，两种动员策略的方式、行为表现和作用效果均不相同。 一是“亲属游说”的

方式，这是一种基于私人网络关系，以血缘连接为纽带的情感动员。 该案例中，钉子户的堂哥是

区政府无编制的秘书司机，政府通过停职两周的方式，让其回家做亲属的思想工作，以协助政府

推进拆迁，在政府看来，作为公职人员，即使是体制外的公职人员，都应有“顾全大局”的意识。
虽然，堂哥的劝说和动员并未彻底让其放弃抵抗，但至少起到了动摇钉子户持续抗争的效果。
二是“群众劝服”的方式，这是一种基于社会网络关系，以利益关联为中心的面子动员。 该案例

中，Ｓ 社区的街道相关部门摸索出一条新的拆迁政策———“整体搬迁奖” ，即在政府规定时间内

全部完成拆迁签约的住户，每户额外奖励 １ 万元，否则所有住户均失去这一奖励。 这种方式可

有效提高居民配合拆迁的积极性，更重要的是，可以把政府和钉子户的博弈冲突，自然转化成大

多数群众与个别钉子户的对抗，最终，在群众动员的巨大舆论压力下，钉子户顺利被“软化” 。
仔细来看这一动员过程可以发现：一方面，与“妥协让步”的策略不同，“妥协让步”属于政

府的“直接动员” ，是政府机关公职人员的直接参与、协商和博弈；“间接动员”则是亲属、朋友、
群众等第三方力量的参与，是基于社会关系的一种“软策略” 。 并且，在动员方式上，间接动员

更多是一种劝说、情感说服、思想开导，而非基于行政命令的强制执行。 另一方面，“间接动员”
其实是政府“矛盾转嫁”的一种“智慧型”做法，可以有效规避因“强制动员”带来的政治风险，甚
至影响自身政绩和仕途升迁。 在权力机制上，“间接动员”显得更加隐晦，从“国家—社会”关系

塑造的角度上看，这也是国家权力深入基层社会甚至私人网络关系中的一种“巧妙做法” 。
（三）策略三：参与调解

在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国土资源部、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等 １６ 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深入推进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的指导意见》 ，其中，要求国

土部和住建部在“大调解”工作平台的基础上，分别设立土地纠纷调解工作小组和日常工作联

络员制度，以重点调解因城市房屋拆迁、土地权属、乡村征地补偿安置等引发的矛盾纠纷。 在这

一规定之下，“大调解”成为目前在中国提出的一个新概念，依赖于调解，可将各种社会资源和

政府资源联系在一起，从而更有效地解决冲突 ［２１］ 。 这也是中国政府现阶段鼓励使用的一种更

有效、对抗性更少的解决冲突的“软方法”之一。
有学者研究认为，对于中国乡村的社会冲突，“自下而上”的村领导的调解参与往往比“自

上而下”政府的解决方案更有效且更具正义性 ［２２］ 。 在基层社会拆迁纠纷的处理中，“调解组

织”起到的作用亦越来越关键。 在 Ｘ 社区的拆迁纠纷中，Ａ 市主要设立了两个调解部门：街道司

法所和区社会矛盾纠纷调处中心。 由于该案例的拆迁纠纷是因家庭内部财产继承问题拖延拆

迁被动成为钉子户的，故而，Ｘ 社区和街道司法所成为调解的主要力量，这亦是一种居民自治的

调解方式。 一方面，Ｘ 社区居委会和街道司法所主要通过乡村土地纠纷调解员，对政策的详细

解读、拆迁法规的认真宣传，以及对家庭成员的情感说服等方式，试图让家庭成员（大儿媳、小女

儿和小儿媳）之间达成一致意见。 因为，在“半熟人社会”的农村社区，社区居委会是最了解居

民生活、家庭成员结构和关系的主体，他们能在充分尊重“地方性知识”的基础上，确定“应该做

什么、为何做、何时做、何处做、如何做” ，从而妥善调解拆迁矛盾冲突。 另一方面，区社会矛盾

纠纷调处中心则主要通过挖掘家族中有威望的人（户主的哥哥）出面调解，在村社区和街道司

法所的协同下，最终成功化解纠纷。 这一做法和中国乡土社会的“宗族文化”紧密相关，从中国

乡土社会的性质来看，不同的农村社区均有其独特的习俗、文化、关系和乡规民约，其中，宗族文

化和家族文化是理解中国乡土社会行动者行为的重要向度之一，通常而言，家族中的“精英或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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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有钱、有权、有声望、有知识）对家族成员的行为有较大影响，是家族成员利益的代言人，往
往能有效保证整个家族的冲突解决与运转有序。 因此，社区作为最贴近基层社会的服务者和知

情者，在地方文化的基础上巧妙利用这种“隐性”的社会关系化解纠纷的做法不容小觑，这亦是

Ｓ 社区拆迁中“间接动员”策略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这也是为什么“自下而上”的调解，对于化解

冲突效率更高的原因所在。
从这一“过程—事件”的分析可知，和以往政府“自上而下”行政命令式的“硬策略”不同，

“大调解”更多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社区工作人员或相关关系人共同参与化解矛盾的一种“软

策略” ，是一种集合“心理感悟”和“情感投入”更加人性化的应对方式，亦是一种“半正式”的治

理策略。

五、软策略、压力型体制与“不出事”治理的内在逻辑

通过对 Ａ 市 ３ 个社区拆迁抗争事件的考察，可以发现，在新时代社会转型发展期，地方政府

更多是应用一种“软策略”回应钉子户的抗争行为，主要包括妥协让步、间接动员、参与调解三

种形式。 从本质上看，这种“软策略”其实是一种“非正式策略” ，体现的是在压力型体制之下地

方政府“避免出事”的治理逻辑。
（一） “不出事” ：地方政府基层治理的“共性”行为

何谓“不出事”治理？ 目前有两种界定较具代表性，一是贺雪峰、刘岳 ［２３］ 将中国基层政权的

行为运作概括为“不出事逻辑” ，认为这是一种消极和不作为的基层治理行为，甚至会引发乡村

治理的内卷化困境。 二是钟伟军 ［２４］ 分析指出，地方政府在社会管理中的“不出事逻辑”重点包

括三层含义：不发生冲击地方社会秩序的重大事件，不引发中央高度关切的地方负面事件，不出

事是一种结果导向的治理行为。 在两位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则重点通过对拆迁抗争案例的

深描与归纳，进一步对“不出事治理”的内涵及其背后的内在机制展开剖析。 笔者认为，所谓

“不出事治理” ，主要是指为了维护地方社会秩序，基层政府在治理权力有限、治理资源短缺和

治理工具单一时所采取的一种权宜性治理方式。 作为一种非常规性的治理技术，它往往是在某

些特定的时期集中调动有限的、碎片化的资源，以化解基层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但这种权宜性的

举措却难以真正形成制度化的运转效应。 并且，这种治理方式通常是暂时的、不计成本的和非

持续性的。 在治理目标上，是不发生扰乱地方稳定的大事件，比如群体性事件和社会广泛关注

的负面事件；在治理本质上，是不发生被上级政府关注（尤其是省级政府和中央政府）的社会影

响较大的抗争冲突事件；在治理工具上，为达成“不出事”的结果，可以使用各种“灵活性的、非
正式、非战略的”技术手段，甚至是不讲原则的行为策略。 因此，以“不出事”为原则的基层社会

问题的治理，成为地方政府之间一致默许的“共性”行为。 而在本案例中，地方政府面对“有权

势、耍无赖、家庭纠纷”等不同类型钉子户的抗争时，采取的“物质让步、关系动员、参与调解”等

手段，反映的即是一种基于“半正式的、非原则的、权宜性的”不出事治理术，以达成维持地方秩

序、避免高层政府关注的根本目的。
（二） “不出事”治理术：压力型体制之下的行动产物

那么，“不出事治理术”何以形成？ 本质上看，这是中国政治体制形塑的结果。 中国的政治

体制以威权政体为核心，为消除政治风险以及维持政权的合法性，中央政府主要通过建立“自上

而下”的官员干部评价体系，以控制下级官员的政治行为，并据任务完成情况决定地方官员的政

绩和政治生涯，从而达到维护社会稳定、维持政府公信力与合法性的根本目的。 荣敬本等 ［２５］ 更

是将这种机制概括为“压力型体制” ，在这种“压力式”的规定下，高层政府甚至将地方党政一把

手设定为维持地方秩序的第一责任人，对于调解不力、发生危害社会稳定纠纷事件的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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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一票否决制。 因而，这种“下压式”的评价体制极大地框定了地方政府基层治理的实际行

为，特别对于当前基层社会治理来说，“社会和谐、秩序稳定”被摆在突出的位置，地方政府为了

保证辖区内的稳定发展和秩序均衡，平息民众抗争、化解社会冲突成为基层政府的中心工作之

一。 维持社会稳定也由此成为当下地方政府解决各种社会冲突事件的中心目的，更是政府回应

民众抗争和维护统治合法性的一种体制机制与行动策略 ［２６］ 。 所以各级组织实际上是在这种

“压力型体制”之下运行的，对于拆迁安置的任务而言，为了在上级政府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拆

迁，一系列灵活性的“软策略”便成为基层干部化解冲突的重要技术手段之一，这种策略往往只

求“不出事”的结果。
因此，“不出事治理术”作为一种“对上负责”的治理行为而逐步成为地方政府广泛使用的

应对技术。 这种“不出事”除了不能发生扰乱基层社会秩序的冲突事件外，更重要的一点是避

免发生被高层政府（省级和中央）关注的负面事件，因为一旦抗争事件被高层政府所关注甚至

干预介入，这往往意味着下级政府在处理矛盾纠纷和维持社会稳定上的无能和失败，由此影响

地方官员的政绩和政府形象。 故而，从地方政府自身（作为一种官僚特性）来看，地方政府亦是

一种理性的“经济人” ，基层干部大多希望不要在自己有限的任期内“摊上”大事情，也即“不出

事”是说不要在自己的任期内出现扰乱社会秩序或者引起高层政府关注的负面事件，一旦做到

这一点，在应对基层抗争冲突的问题上便认为是成功有效的。 而这往往又进一步框定了地方政

府“怕出事、怕惹事、不出事”的治理行为，为了维持自身的政绩和政府形象，基层政府便有着强

烈的动机化解抗争纠纷，并且在策略上往往“不问手段” ，这也是在拆迁冲突问题上，存在多样

化的“软策略” （让步、动员、调解）以应对钉子户抗争的关键原因。
（三） “不出事”治理：以权宜性的“软策略”为行动手段

在新时代发展期，以“软性协商”为核心的“软治理”方式可有效解决矛盾冲突，达成多方共

赢的局面。 对于城市社区而言，可应用调解、协商、讨论、引导、说服等灵活手段和较强的谈判指

导功能，化解社会矛盾，实现城市社区的共同治理 ［２７］ 。 对于新农村社区而言，可在“软法和软权

力”的基础上，利用心理疏导、人文关怀等“柔性”执法手段，实现乡村社会的治理有序 ［２８］ 。 而

本文所提及的基于压力型体制形成的“不出事治理术” ，其实即是新时期一种以“软手段”为实

践表征的权宜性治理策略。
从“不出事治理”的本质可以看出，在本文的拆迁抗争案例中，当街道面对“有权势、耍无

赖、家庭纠纷”三种类型的钉子户时，为了顺利完成拆迁任务，避免发生因钉子户抗争而影响政

策执行甚至扰乱地方稳定，基层政府即是分别巧妙地运用了“权宜性的软技术”妥善化解了抗

争纠纷。 针对有权势的钉子户，采取了逐步增加补偿款的妥协让步策略；针对耍无赖的钉子户，
采取了“亲属游说和群众劝服”的间接动员策略；针对家庭内部矛盾引发的钉子户，则是利用

“大调解”的策略最终妥善消除冲突。 纵观之，这三种策略均是一种“非正式或半正式”的“软治

理手段” ，在行动目的上，重点是为了避免抗争事件升级以及维持地方运转的稳定有序；在行动

手段上，“主要依靠的是道德、风俗、习惯以及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而非依赖于‘正式制

度’采取的硬治理策略。 这种半正式的‘软治理策略’可以有效达到节制国家官僚体系和节约

社会治理成本的双重目的，是一种国家与社会实现良好互动和合作的治理机制，有利于社会善

治格局的生成” ［２９］ 。

六、结论与讨论

本文主要利用“过程—事件”的分析方法，从“策略主义”视角对地方政府应对钉子户抗争

的行动逻辑进行实证分析与理论解读。 通过对江苏省 Ａ 市 Ｊ、Ｘ、Ｓ 社区三种类型钉子户的实践

９４

第 ６ 期 武小龙：“不出事”治理：地方政府软化钉子户的行动逻辑



考察，研究发现，在新时代社会转型发展期，地方政府更多是应用一系列“软手段”回应钉子户

的抗争行为，包括：妥协让步、间接动员、参与调解。 这种“软手段”本质上是一种“不问过程只

求结果”的“非正式策略” ，体现的是在压力型体制之下地方政府“避免出事”的治理理念，以此

为准则，由此形成了一套地方政府在新时代基于“不出事”的治理术。
“不出事治理术”可以理解为一种“人性化”的“软策略” ，更是一种中国特色的治理艺术，它

是基层政府在治理权力有限、治理资源短缺和治理工具单一时所采取的一种权宜性治理方式。
“不出事”重点包括三层含义：在治理目标上，不发生扰乱社会秩序的负面事件；在治理本质上，
不发生引起高层政府（省级和中央）关注甚至介入的抗争冲突事件；在治理工具上，只重“不出

事”的结果，而治理手段通常是暂时的、不计成本的和非持续性的。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基

于“不出事”的治理术，根本目标不是为了实现对社会的控制，而是促成社会事业的进步；控制

手段不是以“强制力”作为保障，而是集合“心理感悟”和“情感工作”于一体的软化机制；策略本

质不是基于“正式规范” ，而是一种“半正式或非正式”的行动逻辑。 它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在
“法治建设”仍不健全的当代中国社会，通过“非正式策略”和“正式制度”融合，有效实现了国家

权力对基层社会的全面控制与渗透，是中国地方政府治理在新时代转型期的一种 “智慧型”
做法。

但不可忽略的是，和“策略主义”一样，“不出事治理术”依然是一种“非正式、非战略”的，甚
至是“不讲原则”的行为逻辑，反映出中国社会基础性制度建设的不稳定性。 并且，这种治理技

术同样存在一定的潜在性风险：一方面，可能引发“谋利型”的非法抗争。 在以“不出事”为核心

的治理框架下，抗争者可能会利用地方政府“怕出事、怕惹事”的心态，形成一种“积极主动争取

额外利益的抗争行为” ，从而导致以利益侵害为核心的维权抗争的异化，甚至形成基层治理的内

卷化和恶性循环怪圈。 比如，本案例中“有权势和耍无赖”的钉子户，在长期抗争后，最终即可

得到一笔高于其他居民的特殊补偿款，长此以往，其他居民也许会效仿这种行为，并最终导致抗

争治理的失败。 另一方面，可能会引发社会治理的不公正。 在回应钉子户抗争的过程中，地方

政府是以牺牲“守法居民”的合法权益为代价的，为了不出事，基层政府通过提高补偿款软化钉

子户抗争，这损害了其他公民的经济利益权，并且在长期解决抗争的过程中，又导致早已签订拆

迁协议的居民无法按期拿到安置房，这又牺牲了其他居民的时间成本。 因此，笔者认为，处于转

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应努力促进“法治治理”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推动“不出事治理术”向“法治

治理术”的质性转变，才是中国社会整体进步和未来发展之根本。

参考文献：

［１］刘伟 ． 治理转型中的“钉子户”及其抗争———反思既有讨论的争议与局限［ Ｊ］ ．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 ， ２０１５（５） ：１２３－１２９．
［２］Ｕｌｂｉｇ Ｓ Ｇ， Ｆｕｎｋ Ｃ Ｌ．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Ａｖｏｉｄ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 Ｊ］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１９９９， ２１（ ３） ：２６５

－２８２．
［３］陈峰 ． 国家、制度与工人阶级的形成———西方文献及其对中国劳工问题研究的意义［ Ｊ］ ． 社会学研究， ２００９

（５） ：１６５－１８８．
［４］周凯 ． 抗争政治中的国家视角：回顾与展望［ Ｊ］ ．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 ２０１５（５） ：１５２－１５８．
［５］Ｃａｉ Ｙ．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 Ｊ］ ．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２００８

（１） ：２４－４２．
［６］Ｄｅｎｇ Ｙ， ＯＢｒｉｅｎ Ｋ Ｊ．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Ｕｓ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ｉｅｓ ｔｏ Ｄｅｍｏｂｉｌｉｚｅ Ｐｒｏｔｅｓｔｅｒｓ ［ Ｊ］ ．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２０１３（２） ：５３３－５５２．
［７］Ｌｅｅ Ｃ Ｋ， Ｚｈａｎｇ Ｙ．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Ｉ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Ｕｎｒａｖｅ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ｉｃｒｏ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Ｂａｒｇａｉｎｅｄ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ｉｎ

Ｃｈｉｎａ ［ Ｊ］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３， １１８（６） ：１４７５－１５０８．

０５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１８ 卷



［８］金太军，沈承诚 ． 长效社会稳定、政治话语权均衡及型构路径［ Ｊ］ ． 社会科学， ２０１４（９） ：７４－７９．
［９］Ｐｅｒｒｙ Ｅ． Ｍ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ａｓｓｅｓ： Ｅｍｏｔｉｏｎ Ｗｏｒｋ ｉｎ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 Ｊ］ ． 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Ｑｕａｒｔｅｒ⁃

ｌｙ， ２００２， ７（２） ：１１１－１２８．
［１０］郁建兴， 黄飚 ． 地方政府在社会抗争事件中的“摆平”策略［ Ｊ］ ． 政治学研究， ２０１６（２） ：５４－６６．
［ １１］Ｏ’Ｂｒｉｅｎ Ｋ Ｊ， Ｄｅｎｇ Ｙ． Ｔｈｅ Ｒｅａ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Ｗｏｒｋ Ｕｎｉｔｓ， Ｆａｍｉｌｙ 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Ｈａｒｍｏｎｉｏｕｓ Ｄｅｍｏｌｉｔｉｏｎ” ［ Ｊ］ ．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１５（７４） ：１－１７．
［１２］Ｄｅｎｇ Ｙ． “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Ｒ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Ｍ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ａｓｓｅｓ ｔｏ Ｒｅｍｏｖｅ Ｎａｉｌ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 ［ Ｊ］ ．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７（５） ：４９４－５２２．
［ １３］Ｌｉ Ｃ， Ｗａｎｇ Ｍ， Ｄａｙ Ｊ． Ｄｅａｌ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ｉｌ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 ： Ｈｏｗ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Ｄｅｍｏｌｉｔｉｏｎ－Ｉｎ⁃

ｄｕｃｅｄ Ｄｉｓｐｕｔｅｓ Ｗｅｒｅ Ｓｅｔｔｌｅｄ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Ｃｈｉｎａ ［ Ｊ］ ．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ｏｒｕｍ， ２０１５（３５） ：４２－５７．
［１４］ Ｓｈｉｎ Ｈ Ｂ．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ｃｔｉｖｉｓｍ ［ Ｊ］ ． Ａｎｔｉｐｏｄｅ，２０１３

（５） ：１１６７－１１８９．
［１５］欧阳静 ．策略主义：桔镇运作的逻辑［Ｍ］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１２－１３．
［１６］Ｚｈａｎ Ｊ Ｖ， Ｍｉｎｇ Ｚ．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 Ｊ］ ．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２０１７， ２３０（２） ：４８９－５１１．
［１７］张永宏， 李静君 ． 制造同意：基层政府怎样吸纳民众的抗争［ Ｊ］ ． 开放时代， ２０１２（７） ：５－２５．
［１８］Ｗａｎｇ Ｊ． Ｓｈｉｆｔｉｎｇ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Ｃａｄｒｅｓ ａｓ Ｎｅｗ Ａｃｔｉｖｉｓｔｓ ｉｎ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 Ｊ］ ．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２０１２（３） ：６９７－７１７．
［１９］ Ｓｍｉｔｈ Ｇ． Ｔｈｅ Ｈｏｌｌｏｗ Ｓｔａｔｅ： Ｒｕｒ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 Ｊ］ ．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２０１０ （３） ：１－３８．
［２０］海云志 ． “关系型”强制动员———城市拆迁中私人关系网络的反向利用机制［ Ｊ］ ． 青年研究， ２０１１（ ５） ：７５

－８２．
［２１］Ｈｕ Ｊ． Ｇｒａｎｄ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Ｊ］ ． Ａｓｉａｎ Ｓｕｒｖｅｙ， ２０１１（６） ：１０６５－１０８９．
［２２］Ｍｉｃｈｅｌｓｏｎ Ｅ．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ｆｒｏｍ Ａｂｏｖｅ ｏｒ Ｂｅｌｏｗ？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ｆｏｒ Ｒｅｓｏｌｖｉｎｇ Ｇｒｉｅ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Ｃｈｉｎａ ［ Ｊ］ ．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２００８（１） ：４３－６４．
［２３］贺雪峰，刘岳 ． 基层治理中的“不出事逻辑” ［ Ｊ］ ． 学术研究， ２０１０（６） ：３２－３７．
［２４］钟伟军 ． 地方政府在社会管理中的“不出事”逻辑：一个分析框架［ Ｊ］ ． 浙江社会科学，２０１１（９） ：３６－４１．
［２５］荣敬本，赖海榕 ．关于县乡两级政治体制改革的比较研究———从村到乡镇民主制度建设的发展［ Ｊ］ ． 经济社

会体制比较，２０００（４） ：１－５３．
［２６］肖唐镖 ． 当代中国的“维稳政治” ：沿革与特点———以抗争政治中的政府回应为视角［ Ｊ］ ． 学海， ２０１５（１） ：

１３８－１５２．
［２７］郝建 ． 城市社区软治理破题［ Ｊ］ ．人民论坛， ２０１４（７） ：３７－３９．
［２８］刘祖云，孔德斌 ． 乡村软治理：一个新的学术命题［ Ｊ］ ．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 ２０１３（ ３） ：９

－１８．
［２９］谢小芹 ． 半正式治理及其后果———基于纠纷调解及拆迁公司参与的半正式行政分析［ Ｊ］ ． 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２０１４（５） ：１２３－１２８．

（责任编辑：宋雪飞）

１５

第 ６ 期 武小龙：“不出事”治理：地方政府软化钉子户的行动逻辑


